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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以虚假陈述为例，原 《证券法》第１９３条规定的罚款幅度是３０万元至６０万元，而新 《证券法》第１９７条区分未披

露信息行为与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行为，所规定的罚款幅度是５０万元至５００万和１００万元至１０００
万元。在欺诈发行方面，原 《证券法》第１８９条区分是否完成发行行为，对发行人的罚款幅度分别是３０万元至６０万元和非法

募集资金金额的１％至５％，而新 《证券法》第１８１条分别提高到２００万元至２０００万元和１０％至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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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监管机构如何罚款？
———基于行政裁量基准视角的研究

刘宏光＊

内容提要：罚款是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执法的重要手段，但如何确定罚款数额，防范罚款行为的

滥用与误用是证券监管机构面临的突出难题。新 《证券法》进一步提高了对证券违法行为的罚款

幅度，监管机构在实施罚款时拥有更大的裁量空间。这一变革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对违法行为的打

击，但同时也增加了罚款行为被误用和滥用的可能性。从境外实践观察，不少国家和地区制定发

布了行政罚款指引，详细规定确定罚款金额时应考量的因素，甚至规定特定类型违法行为的基准

数额，以指导监管人员更加公平、高效地确定罚款金额。从行政裁量基准理论分析，英国、德国

和我国香港特区的证券罚款指引呈现出在适用范围方面覆盖重要违法行为类型、在情形细化方面

涵盖主客观裁量情节、在效果格化方面运用不同模式、设置逸脱条款以保持罚款裁量的灵活性等

特点。我国在证券监管罚款指引的制定中，除应在情节细化、效果格化方面保障其合理性外，还

应注重逸脱条款的设置与运用，在强调平等对待的同时兼顾个别考量。

关键词：罚款指引　裁量基准　罚款　行政处罚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 《证券法》）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１

日起施行。相较于旧法，新 《证券法》的一大亮点就是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显著提

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监管机构在实施罚款时有更大的裁量空间，可以更有力地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１〕 但同时，也衍生出社会公众对监管机构裁量权被误用或滥用的担忧：个案中的罚款金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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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畸轻而不能实现监管目的；是否畸重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类似案件在罚款金额上是否相

当；不同执法主体的处罚尺度是否一致。为规范监管机构裁量权的行使，不少国家和地区制定发

布了行政罚款指引，详细规定确定罚款金额时应考量的因素，甚至规定特定类型违法行为的基

准数额。本文在行政裁量基准理论指导下对英国、德国和我国香港特区的证券监管罚款指引制

度进行研究，归纳其在覆盖范围、情节细化、效果格化以及逸脱条款设置等方面的特点，分析

新 《证券法》实施背景下我国制定证券市场罚款指引的实践需求，并提出保障罚款指引合理性

与灵活性的方法。

一、证券监管罚款：实践难题与解决思路

（一）罚款是境内外证券监管机构执法的重要手段

罚款是最常见的行政处罚措施类型之一，通过剥夺行为人一定数额的经济利益，可以有效影

响其行为。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无论是治安管理领域还是经济金融领域，罚款都有广泛运用。

以证券市场为例，鉴于其参与者众多、投机性强、敏感度高、风险传染快等特征，各国普遍制定

专门法律，并设立专业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力打击。随着２０世纪末证

券监管由自律监管向行政监管转型，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纷纷获得独立的罚款权或罚款权得到强

化。〔２〕例如，英国通过 《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明确金融服务监管局 （ＦＳＡ）的行政执法

权。〔３〕再如，德国１９９４年颁布 《有价证券交易法》，然后设立联邦层面专门的证券监管

机构。〔４〕

实践中，证券监管领域的罚款数额往往都比较大，社会关注度也较高。美国证监会 （ＳＥＣ）

在２０１９财年对各类违法行为处以罚没款的总额超过４３亿美元。〔５〕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ＦＣＡ）〔６〕２０１９年的罚款总额也超过３．９亿英镑。〔７〕德国金融

监管局 （ＢａＦｉｎ）２０１８年的罚款总额为７８０万欧元。〔８〕我国香港特区证监会仅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

对五家持牌机构及个人的罚款总额即达到４．１３亿港元。〔９〕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８年罚没款金额也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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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很多境外金融监管机构往往并无对违法行为直接处以罚款的权力，只能通过向法院提起执法诉讼的方式

请求法院对违法行为人判处罚款或将案件移送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如英国。

参见吴国培主编：《英国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４页。

参见高基生：《德国证券市场行政执法机制研究》，载 《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Ｓｅｅ　ＳＥ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ｅｃ．ｇｏｖ／ｒｅｐｏｒｔｓ，

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在２０１３年之前，英国金融市场上的主要监管者是ＦＳＡ，《２０１２年金融服务法》将ＦＳＡ拆分为ＦＣＡ与ＰＲＡ，并于２０１３

年１月１日生效。此后，ＦＳＡ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方面的职责由ＦＣＡ承继，ＰＲＡ主要负责宏观审慎监管，称为 “双峰模式”。

Ｓｅｅ　ＦＣＡ　２０１９Ｆｉｎ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ｃａ．ｏｒｇ．ｕｋ／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９－ｆｉｎｅｓ，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

２０２０．
Ｓｅｅ　ＢａＦｉｎ，２０１８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Ｊｕｌ．１９，２０１９，ｐ．１５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ｆｉｎ．ｄ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ａｔｅｎ／

Ｊａｈｒｅ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ｊａｈｒｅ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ｎｏｄｅ＿ｅｎ．ｈｔｍ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参见 《证监会发表季度报告》，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２日，载ｈｔｔｐｓ：／／ｓｃ．ｓｆｃ．ｈｋ／ｇｂ／ｗｗｗ．ｓｆｃ．ｈ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ｂ／ｇａｔｅｗａｙ／ＴＣ／

ｎｅｗｓ－ａｎｄ－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ｓ／ｎｅｗｓ／ｄｏｃ？ｒｅｆＮｏ＝２０ＰＲ１８，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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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地达到１０６．４１亿元人民币。〔１０〕在个案方面，部分案件中的罚款数额也相当惊人。２０１８年，因埃

隆·马斯克发表不当推特言论，特斯拉公司和马斯克本人分别被美国证监会起诉内控失当和证券欺

诈，最终以各缴纳２０００万美元和解金告终。〔１１〕因在长达十年的期间内向客户多收款项及犯有系

统性内部监控缺失，香港特区证监会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对瑞银作出谴责并罚款４亿港元。〔１２〕我国证

券市场目前金额最高的罚款是中国证监会于２０１８年４月针对北八道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

（以下简称 “北八道”）作出的，罚没款总额达５６．７亿元人民币。〔１３〕

（二）确定罚款数额是证券监管机构面临的突出难题

罚款作为以数额为衡量标准的财产性处罚，其遏制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功能的实现主

要体现在数额上。罚款既是行政处罚措施中最容易标准化、程序化的类型，也是最容易滥用、

误用的部分。证券市场是一个公开、统一且高度敏感的市场，对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罚款不但

意味着一定数额财产的剥夺，而且往往伴随着股价的波动，涉及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利益。因

此，证券市场对罚款数额的准确程度要求更高，监管机构在对证券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时也应更

加审慎。

从行政法角度分析，罚款作为一类行政处罚措施，属于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实施中

应遵守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做到过罚相当。〔１４〕从规制理论角度观察，罚款数额的确定还应关

注监管目的的实现。罚款金额的确定过程实质上是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过程，需要着重避免因裁量

权的滥用与误用导致的裁量恣意和裁量失当。具体而言，证券罚款金额确定中至少会面临如下拷

问：个案中的罚款金额是否因畸轻而不能实现监管目的；是否因畸重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类似案件在罚款金额上是否相当；不同执法主体的执法尺度是否一致。

从实践情况观察，罚款数额的确定在境内外证券监管中都是突出难题。境外不少国家和地区

的证券立法对罚款并未规定具体的数额限制，或者规定的幅度非常宽，在确定罚款数额时，监管

机构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如英国 《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１２３节规定了金融行为监管局对

违法行为的罚款权，但该条未规定罚款数额的上下限。德国 《有价证券交易法》规定的罚款幅度

也非常宽泛。从我国证券行政处罚实践看，２０１５年之前，社会各界对我国证券罚款的诟病主

要是罚款数额过低，其原因在于：受制于原 《证券法》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虚假陈

述行为最高仅能处罚６０万元，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最高仅能处罚３０

万元。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方面的处罚，虽然原 《证券法》采用了违法所得倍数的计算方

法，但实际罚款的数额也普遍不高。〔１５〕近年来，中国证监会加大了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行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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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２０１８ 年 证 监 会 行 政 处 罚 情 况 综 述》，载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ｎｅｗｓｉｔｅ／ｚｊｈｘｗｆｂ／ｘｗｄｄ／２０１９０１／

ｔ２０１９０１０４＿３４９３８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

Ｓｅｅ　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　Ｓｅｔｔｌｅｓ　ＳＥＣ　Ｆｒａｕｄ　Ｃｈａｒｇｅｓ，Ｔｅｓｌａ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ａｗ　Ｃｈａｒｇｅ，Ｓｅｐｔ．２９，２０１８，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ｅｃ．ｇｏｖ／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２０１８－２２６，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参见黄希：《犯下 “五宗罪”，瑞银收香港证监会４亿港元天价罚单》，载 《国际金融报》官方微信公众号 “国际金融

报”，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１日。

参见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北八道集团有限公司、林庆丰、林玉婷等４名责任人员）》（〔２０１８〕２７—２９号）。

关于过罚相当原则的理论，参见杨登峰、李晴：《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的关系之辨》，载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参见邢会强：《证券欺诈规制的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５６－３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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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处罚力度，北八道案、〔１６〕鲜言案、〔１７〕明利股份案 〔１８〕等案件都被处以 “天价”罚款。新

《证券法》大大提高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无论是针对欺诈发行、虚假陈述，还是对操纵市场、

内幕交易等行为，罚款幅度都大大提高。这一法律变革固然有利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但也进一

步加剧了社会公众对裁量权被误用或滥用的担忧。

（三）制定罚款指引是规范罚款行为的重要路径

约束行政裁量权、保障合理行政是行政法的重要任务，也是一大难题。在传统行政法框架

下，规范行政裁量的手段主要是事前的立法控制、事中的程序控制和事后的司法审查。〔１９〕近年

来，行政裁量基准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２０〕行政裁量基准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裁量

空间内，依据立法者意图以及比例原则等的要求，并结合执法经验的总结，按照裁量涉及的各种

不同事实情节，将法律预先规范的裁量范围加以细化，并设以相对固定的具体判断标准。〔２１〕行

政裁量基准的出现不是为了扼杀行政裁量权，而是引导行政裁量的正确行使。〔２２〕科学合理的裁

量基准确立，可以有效地避免执法者由于不相关考察而产生的裁量恣意或不当等问题。〔２３〕从比

较法上看，尽管名称不一，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日本、德国、法

国、韩国、我国台湾地区都存在行政裁量基准或类似制度。〔２４〕

罚款指引，也称罚款指南，是规范行政机关行使罚款裁量权、准确确定罚款金额的具体标

准，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类裁量基准。为规范证券监管机构罚款权的行使，境外不少国家和地区

制定发布了行政罚款指引，详细规定确定罚款金额时应考量的因素，甚至规定特定类型违法行为

的基准数额。从发布主体看，罚款指引均由行使罚款权的监管机构制定发布。从形式上看，有的

罚款指引以独立法律文件的形式发布，如 《德国证券交易法行政罚款指南》、我国香港特区 《证

监会纪律处分罚款指引》等；也有罚款指引作为综合性行政处罚基准的一部分存在，如英国 《决

定程序与罚款手册》既规定了罚款的适用，也规定了暂停资格、公开谴责的适用。从功能上看，

罚款指引的存在与适用有利于规范罚款权的行使，使罚款数额不致畸高畸低，提高行政行为的统

一性和公平性，更好地实现监管目的。

·９８·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参见前引 〔１３〕。

参见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鲜言）》（〔２０１７〕２９号）。

参见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广西明利创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林军、唐映等１５名责任人员）》（〔２０１９〕

１４８号）。

参见胡淑珠、姜勇：《论行政裁量权的规范》，载 《法律适用》２０１０年第２、３期；张红：《证券行政法专论》，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虽然没有采用统一的称谓，有的称为 “裁量标准”“细化标准”，也有的称为 “若干规定”“指导意见”“实施办法”，

但行政裁量基准在我国广泛存在。近年中央部委发布的行政裁量基准包括 《文化市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办法 （试行）》
（文市发 〔２０１２〕５０号）、《财政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规范》（财法 〔２０１３〕１号）、《海事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海政法

〔２０１７〕７号）、《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行使规则》（国家税务总局公告２０１６年第７８号）、《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

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公通字 〔２０１８〕１７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建设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建法规 〔２０１９〕７号）等。

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正当性问题研究》，载 《中国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参见郑雅方：《行政裁量基准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１０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３３页。

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载 《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章志远：《行政裁量基准的兴起与现实课题》，载 《当代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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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罚款指引的规则与应用

从比较法观察，境外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制定发布了证券监管罚款的相关指引。但鉴于英国、

德国和我国香港特区的罚款指引代表性较强，本文主要以其为研究对象。

（一）英国

英国 《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１２３节规定了ＦＣＡ对违法行为的罚款权，但该条未规

定罚款数额的上下限，授权监管机构在个案中根据实际情况决定。〔２５〕为规范罚款行为，ＦＣＡ依

照 《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第１２４节的要求，发布了 《决定程序与罚款手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ｎａｌｔｉｅｓ　Ｍａｎｕａｌ，ＤＥＰＰ）（以下简称为 《ＦＣＡ罚款手册》），其第６．５节规定了

行政罚款数额确定的原则与步骤。从适用范围看，《ＦＣＡ罚款手册》未限制适用范围，理论上可

适用于ＦＣＡ对 《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下各类违法行为的处罚。〔２６〕

《ＦＣＡ罚款手册》具体规定了确定罚款数额的五步骤方法。第一步，没收行为人从违法行为

中获取的利益。第二步，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确定一个基本罚款数额。《ＦＣＡ罚款手册》将涉

案行为从轻到重分为五档：在处罚对象为公司时，五档对应的处罚基本罚款金额分别是公司相关

业务收入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ｖｅｎｕｅ）的０％、５％、１０％、１５％和２０％。在处罚对象为公司雇员时，当

涉案行为是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市场滥用行为时，五档对应的基本罚款金额是该人薪酬收入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的０％、１０％、２０％、３０％和４０％，或获利的０倍、１倍、２倍、３倍和４倍；

当涉案行为是其他违法行为时，五档对应的基本罚款金额分别是该人薪酬收入的０％、１０％、

２０％、３０％和４０％。在确定行为严重性档次方面，ＦＣＡ主要考虑涉案行为影响、涉案行为性质

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等。第三步，考虑加重或减轻情节对第二步确定的数额进行调整，主要考

虑因素包括涉案主体在被调查时的配合程度、涉案主体采取补救措施的情况、涉案主体事先是否

被告知其行为的违法性、涉案主体是否转移资产以规避罚款、涉案主体以往受处罚情况等。第四

步，根据实际情况调高前三步中确定的金额以体现威慑作用，主要考虑因素包括罚款绝对值是否

过低、罚款数额是否足以威慑市场上的同类行为等。第五步，若案件进行了和解，则根据和解情

况对第四步中确定的金额进行调减，但调减比例一般不得超过３０％。最后，将第一步所确定金额

和第五步所确定金额合并计算即为最终应罚款金额。〔２７〕

本文以ＦＣＡ处罚的迈克尔·柯西亚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ｏｓｃｉａ）案为例剖析罚款确定过程。柯西亚是

一名高频交易员，于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１０月间使用高频交易手段在ＩＣＥ欧洲期货交易所的原油、油

气等合约上发出大量无意执行的幌骗订单，获利２７９９２０美元，被ＦＣＡ认定违反了 《２０００年金融

服务与市场法》第１１８条，于２０１３年７月被处罚约９０．３万美元。从处罚决定书看，ＦＣＡ在确定

·０９·

〔２５〕
〔２６〕

〔２７〕

参见刘宏光：《英国如何监管幌骗行为？》，载陈洁主编：《商法界论集》第２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７－７２页。

值得说明的是，英国罚款处罚的适用，除ＦＣＡ独立罚款程序外，还有ＦＣＡ向法院提起民事执法诉讼的程序，但

《ＦＣＡ罚款手册》仅适用于ＦＣＡ确定罚款金额的过程中，对法院在司法程序中确定罚款金额时不具有拘束力。Ｓｅｅ　Ｔａｒｉｑ　Ｃａｒ－
ｒｉｍｊｅｅ　ｖ．ＦＣＡ，〔２０１５〕ＵＫＵＴ　００７９ （ＴＣＣ），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９５ａｂｏｖｅ．

Ｓｅｅ　ＤＥＰＰ　６．５．３、６．５Ａ．２、６．５Ｂ．２、６．５Ｃ．２．



刘宏光：证券监管机构如何罚款？

罚款金额时，分以下五步：第一步，没收柯西亚的收益，将罚款金额确定为２７９９２０美元。第二

步，考量行为的严重性程度，ＦＣＡ认为涉案行为性质较为严重。由于该案属市场滥用行为，适

用以获利金额为基准的罚款基本金额确定方法。ＦＣＡ 决定将行为人获利金额乘以３倍，为

８３９７６０美元。第三步，综合考量加重情节和减轻情形，ＦＣＡ认为第二步所规定的金额无须调整。

第四步，ＦＣＡ认为第三步所确定的金额足以实现对类似行为的威慑，未做调整。第五步，考虑

到柯西亚与ＦＣＡ达成了行政和解，ＦＣＡ对第四步所确定金额给予３０％的减免，即８３９７６０×

３０％，得出金额５８７８００美元 （ＦＣＡ 对最后两位数字做了四舍五入处理），再加上违法所得

２７９９２０美元及违法所得相应利息３５４５６美元，得出最终处罚金额９０３１７６美元。〔２８〕

总体而言，《ＦＣＡ罚款手册》适用于 《２０００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下对各类主体、各类行为

的罚款，其特点是未规定具体数额，主要以处罚对象的相关营业收入、薪酬收入或获利金额作为

基准进行增减以确定最终罚款金额，操作步骤比较明确，处罚决定书中的说理也比较透彻，并区

分法人、自然人采用不同的处罚幅度。

（二）德国

在德国证券监管实践中，罚款也是重要的处罚措施。根据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ＢａＦｉｎ）的统计数据，在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办结的

６５４件案件中，约３０％的案件适用了罚款处罚。〔２９〕为规范罚款的适用，ＢａＦｉｎ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发布 《证券交易法行政罚款指南》（ＷｐＨ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以下简称为 《ＢａＦｉｎ

罚款指南》）。〔３０〕《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对ＢａＦｉｎ在特定案件中确定罚款数额的考量因素与适用程

序进行了规定，是事实上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３１〕２０１７年２月，为落实欧盟金融监管立法，

ＢａＦｉｎ对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进行修订，发布 “升级版”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设定了更多样化的

罚款设定标准，大幅提高了罚款上限。〔３２〕

在体例上，《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分为 “一般规定”（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ｉｅｓ）与 “具体规定”（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两

部分。前者规定了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与基本步骤；后者对各类违法行为不同档次对应的基础罚

款金额进行了详细规定。《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主要适用于与欧盟 《市场滥用条例》［Ｍａｒｋｅｔ　Ａｂｕｓ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Ｄ，（ＥＵ）Ｎｏ　５９６／２０１４］第１７ （１）条，〔３３〕德国 《有价证券交易法》第２１ （１）节

·１９·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Ｓｅ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Ｎｏ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Ｍｒ　Ｃｏｓｃｉａ，Ｊｕｌ．３，２０１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ｃａ．
ｏｒｇ．ｕｋ／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ｎｏｔｉｃｅｓ／ｃｏｓｃｉａ．ｐｄｆ，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其余约７０％的案件中，约６８％因为事实或法律原因中止执法程序。Ｓｅｅ　Ａｎｊａ　Ｒｏｄｄｅ，Ｊａｎａ　Ｋｏｒｎｅｔ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ｅｓ：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Ｄｅｃ．４，２０１７，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ｆｉｎ．ｄｅ／

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Ｖｅｒｏｅ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ｕｎｇｅｎ／ＥＮ／Ｆａｃｈａｒｔｉｋｅｌ／２０１７／ｆａ＿ｂｊ＿１７１１＿Ａｈｎｄｕｎｇｓｐｒａｘｉｓ＿ｅｎ．ｈｔｍ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Ｓｅｅ　ＷｐＨ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ｆｉｎ．ｄｅ／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ＥＮ／Ｌｅｉｔｆａｄｅｎ／

ＷＡ／ｄｌ＿ｌｆ＿ｂｕｓｓｇｅｌｄｌｅｉｔｌｉｎｉｅｎ＿２０１３＿ｅｎ．ｈｔｍｌ？ｎｎ＝９８６６１４６，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Ｓｅｅ　Ｄｒ　Ｊｕｌｉａ　ｖｏｎ　Ｂｕｔｔｌａｒ，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Ｂ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ｄ　Ｈｏｃ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Ｖｏ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Ｄｅｃ．１６，２０１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ｆｉｎ．ｄｅ／ＥＮ／Ｈｏｍｅｐａｇｅ／

ｈｏｍｅｐａｇｅ＿ｎｏｄｅ．ｈｔｍ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Ｓｅｅ　ＷｐＨ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Ⅱ，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ａｆｉｎ．ｄｅ／ＳｈａｒｅｄＤｏｃｓ／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ＥＮ／

Ｌｅｉｔｆａｄｅｎ／ＷＡ／ｄｌ＿ｌｆ＿ｂｕｓｓｇｅｌｄｌｅｉｔｌｉｎｉｅｎ＿２０１７＿ｅｎ．ｈｔｍｌ，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Ｊｕｎ．１４，２０２０．
原为德国 《有价证券交易法》第１５ （１）节第一句。２０１６年７月３日，欧盟 《市场滥用条例》生效，由于条例在欧

盟境内相对于成员国法律具有优先效力，其第１７ （１）条取代德国 《有价证券交易法》第１５ （１）节第一句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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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句、第２５ （１）节第一句、第２５ａ（１）节第一句、第２６ （１）节第一句、第２６ａ （１）节第一

句、第３７ｖ （１）节和第３７ｗ （１）节所规定的临时公告、大额持股信息报告与披露、上市公司年

度与半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相关的违法行为。〔３４〕

罚款数额的确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根据行为性质确定涉案行为的罚款上限。在确定上

限时，法律规定了固定数额、成交额的５％ （仅适用于法人）和获利金额的２倍 （同时适用于自然

人和法人）三种方式，以三者或二者中较高者为准。固定金额根据涉案行为类型及涉案人性质而有

所不同。对于违反 《市场滥用条例》第１７ （１）条临时公告的行为，对法人和相关自然人罚款的固

定金额上限分别是２５０万欧元和１００万欧元；对于违反 《有价证券交易法》第３７ｖ（１）节第三、四

句和第３７ｗ （１）节第三、四句的行为，对法人和相关自然人罚款的固定金额上限均为５００万欧元；

针对其他违法行为，对法人和相关自然人罚款的固定金额上限分别为１０００万欧元和２００万欧元。

第二阶段是确定个案具体的罚款金额，又细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根据涉案行为人规模大

小和涉案行为严重程度确定一个基础金额。涉案行为人在规模上根据其市值区分为Ａ （市值超过

２００亿欧元）、Ｂ （市值在４０亿至２００亿欧元之间）、Ｃ （市值在５亿至４０亿欧元之间）、Ｄ （市值

在１亿至５亿欧元之间）、Ｅ （市值在１０００万至１亿欧元之间）、Ｆ （市值低于１０００万欧元）六

类。涉案行为在严重程度方面被分为特别严重、非常严重、严重、一般和轻微五个档次。《ＢａＦｉｎ

罚款指南》包含了对各类违法行为罚款基础金额的表格，违反 《有价证券交易法》第３７ｖ（１）节

第二句和第３７ｗ （１）节第二句所规定年度和半年财务报告公开义务行为的各档次基础罚款金额

如表１和表２所示。〔３５〕第二步，根据减轻或加重情节对基础金额进行调整，减轻情况主要包括

涉案行为系过失行为、行为人主动坦白、行为人配合调查、行为人承诺或采取改进措施、涉案行

为与处罚相隔时间较长，加重情节主要包括多次违法、实现特定威慑目的。第三步，考虑处罚对

象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行政罚款可以分期付或在截止日期前一次付清。〔３６〕

值得注意的是，《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允许ＢａＦｉｎ基于个案特殊情况决定不适用这种方法或设定另外

的基础金额。

　表１　 违反财务报告披露义务行为的基础罚款金额 （适用于法人） 单位：万欧元

罚款金额
涉案公司规模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违法

严重性

特别严重 ８００　 ７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非常严重 ７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严重 ５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９０

一般 ３５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２０　 ９０　 ６０

轻微 ２０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９０　 ６０　 ３０

　　数据来源：《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

·２９·

〔３４〕
〔３５〕
〔３６〕

这几类行为也是ＢａＦｉｎ执法中罚款最多的行为类型。参见前引 〔８〕，ＢａＦｉｎ文，第１５１页。

违反财务报告披露义务可能会同时处罚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

参见前引 〔１９〕，张红书，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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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违反财务报告披露义务行为的基础罚款金额 （适用于自然人） 单位：万欧元

罚款金额
涉案公司规模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违法

严重性

特别严重 １２０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４０

非常严重 １００　 ８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３０

严重 ８０　 ４０　 ２４　 １２　 ８　 ６

一般 ５６　 ２８　 １６　 ８　 ６　 ４

轻微 ２８　 １４　 ８　 ６　 ４　 ２

　　数据来源：《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

总体而言，《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首先设定特定行为的罚款上限，然后根据涉案行为的发生频

率、危害后果、行为人主观心态、行为人事后认错态度、采取补救措施情况以及行为人自身的经

济情况确定罚款金额。德国证券监管罚款指引制度适用于几类多发的违法行为类型，既考虑了主

观原因，也考虑了客观情况，还兼顾了行为人的经济情况，能够较好地实现惩罚与教育的平衡，

可操作性也比较强。但由于采用绝对值的方法，易失之僵化，故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允许ＢａＦｉｎ

在特定个案中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不适用指引。

（三）我国香港特区

我国香港特区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１９４ （２）条、１９６ （２）条赋予香港证监会 （ＳＦＣ）对违

反规定的 “受规管人士”〔３７〕施以罚款的权力，并规定罚款上限为１０００万港元，或 “受规管人

士”因失当行为而获取的利润／避免的损失金额的三倍，以两者中金额较大者为准。同法第１９９ （１）

（ａ）条还要求证监会制订相应的实施办法。为履行 《证券及期货条例》设定的义务，香港证监

会参考英国金融服务局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做法，于２００２年４月发布 《证监会纪律

处分罚款指引》（以下简称 《ＳＦＣ罚款指引》），详细规定了 《证券及期货条例》纪律处分个案

罚款额相关的考虑因素。２０１８年８月，为强化对违规行为的处罚，香港证监会对 《ＳＦＣ罚款

指引》进行修订，允许香港证监会在确定罚款额度时，对于行为人属于同一性质的多个失当行

为分别确定罚款金额，及将受失当行为影响的人数作为乘数，事实上提高了罚款上限。〔３８〕

根据 《ＳＦＣ罚款指引》，香港证监会在确定罚款时，首先根据 “一般考虑因素”，将涉案行为

分为严重性较高的行为和严重性较低的行为。其中，蓄意或罔顾后果的行为、损害证券期货市场

廉洁稳健的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失或使他人承担支出的行为，以及行为人从中获利的行为被视为

严重性较高的行为；而疏忽的行为、只违反规则而无损市场廉洁稳健及未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

行为人从中获利很少或无获利的行为，则被认为是严重性较低的行为。在明确行为的严重程度

后，香港特区证监会再根据涉案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持续时间及频繁程度、累计获利的利润或累

计规避的损失金额、过往类似案件的处理、其他监管机构是否可能对此行为施加惩罚以及第三人

可能提出民事诉讼情况等 “具体考虑因素”确定具体罚款数额。同时，“具体考虑因素”还包括

·３９·

〔３７〕

〔３８〕

根据香港特区 《证券及期货条例》第１９４ （７）条和第１９６ （８）条规定，“受规管人士" 是指持牌人、注册机构或持

牌机构及注册机构的负责人员、业务管理人员等。

参见 《有关 〈证监会纪律处分罚款指引〉的通函》，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载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ｆｃ．ｈ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ｂ／

ｇａｔｅｗａｙ／ＴＣ／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ｄｏｃ？ｒｅｆＮｏ＝１８ＥＣ６０，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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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对象的相关情况，比如，罚款不应导致处罚对象陷入经济困境、处罚对象与证监会的合作程

度、有无采取补救措施、处罚对象以前是否有类似违法行为等。

总体而言，《ＳＦＣ罚款指引》根据 “一般考虑因素”和 “具体考虑因素”确定罚款数额，并

注意处罚对象的经济条件，强调不应因罚款行为使处罚对象陷入经济困境。但与英国、德国立法

例不同，《ＳＦＣ罚款指引》可操作性不强。〔３９〕

三、境外证券监管机构罚款指引的立法经验分析

虽然英国 《ＦＣＡ罚款手册》、德国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和我国香港特区 《ＳＦＣ罚款指引》性

质上均为行政罚款裁量指引，考量因素大致相同，目的均在于规范证券监管机构实施罚款时的自

由裁量权，实践中也都发挥着规范证券监管机构行政罚款权的作用，但三者在适用范围、立法技

术上还存在诸多不同。以行政裁量基准理论为视角观察，上述罚款指引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适用范围：覆盖重要违法行为类型

境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罚款指引适用范围不同，但都覆盖重要的违法行为类型。英国

《ＦＣＡ罚款手册》适用于所有主体、所有类型的金融市场违法行为。德国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虽

然仅适用于临时公告、大额持股申报与披露、上市公司年度与半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相关的违法行

为，但上述行为是德国证券市场上的主要违法行为类型。从２０１８年执法情况看，在ＢａＦｉｎ　２０１８

年处以罚款的１１８件证券市场违法行为案件中，临时公告、大额持股申报与披露、上市公司年度

与半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相关分别占６件、７９件和１０件，三类案件占比超过８０％。〔４０〕而我国香

港特区 《ＳＦＣ罚款指引》仅适用于对 “受规管人士”的处罚中，而 “受规管人士”是证券市场

上的关键少数，对其的罚款是证券市场执法的关键部分。可见，虽然德国和我国香港特区证券

罚款指引分别在适用行为类型和适用主体方面受到限制，但也都覆盖重要的违法行为类型。

（二）情形细化：涵盖主客观裁量情节

学者研究认为，裁量基准在技术构造上分为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两个方面。其中，情节细化

是指对案件相关情形和环节作出认定并加以类型化区分的过程，是指向不同效果格次的基准和依

据。在内容方面，裁量情节主要包括与违法行为相关的裁量情节、与违法行为人相关的裁量情

节。前者主要包括行为动机、主观心态、违法手段、违法频次、违法对象、危害结果等，后者主

要包括违法行为人责任能力、违法后的补救情况、行为人的经济状况等。〔４１〕

从英国、德国和我国香港特区的罚款指引观察，在裁量因素方面都兼顾主客观方面，涵盖与

违法行为及违法行为人相关的情节。在操作层面，英国 《ＦＣＡ罚款手册》在适用中先考察行为

影响、行为性质等客观因素，再考察行为人在调查中的配合程度、采取补救措施的情况等主观因

·４９·

〔３９〕

〔４０〕
〔４１〕

在制定罚款指引过程中，香港证监会也曾考虑过列出可能会引致纪律处分的行为类别，以及就各类行为事先规定若

干罚款额。但由于纪律处分背后的理据可能具有很大差异，可能无法准确地分类或难以达致并无争议的区分，甚至可能引发行

为性质划分方面的争议，可能导致无法对涉案行为做出适当的罚款，最终香港证监会主动放弃该立法模式。参见 《证监会纪律

处分罚款指引草拟本谘询文件》，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载ｈｔｔｐｓ：／／ｓｃ．ｓｆｃ．ｈｋ／ｇｂ／ｗｗｗ．ｓｆｃ．ｈ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Ｗｅｂ／ｇａｔｅｗａｙ／ＴＣ／ｃｏｎ－
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ｄｏｃ？ｒｅｆＮｏ＝０１ＣＰ４，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

参见前引 〔８〕，ＢａＦｉｎ文，第１５１页。

参见前引 〔２３〕，周佑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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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德国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同样是先考虑客观情况，再考察主观情况。我国香港特区虽然未规

定主客观因素的适用顺序，但其对因素的规定中，客观因素占更大比例。在具体考量因素方面，

英国、德国和我国香港特区的罚款指引中的考量因素大致相同，主要包括行为系故意还是过失、

行为人目的与动机、行为发生频率、行为人获利或避损的数额、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的损失、行

为人是否配合调查、行为人是否主动采取补救措施、案件是否达成和解，以及行为人自身的经济

条件等因素。

（三）效果格化：不同模式下运用

效果格化是行政裁量基准的关键，是指将法定的裁量幅度分割为若干裁量格次，一般分为较

轻、较重、严重三个格次，并预设每一格次的裁量标准。〔４２〕在效果格化的方法上，主要有 “经

验评估法”、“中间线法”和 “基准点法”三种。其中，“经验评估法”没有严格的适用程序，其

主要特征是裁量基准制定者基于自身经验，根据涉案违法行为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和行为人自

身情况等一次性估量出相应的法律后果。〔４３〕 “基准点法”主张在 “暂不考虑各种从严从宽的情

节”的前提下，仅根据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一个 “基准点”，然后

再根据各种从重和从轻情节对 “基准点”进行调节。〔４４〕而 “中间线法”则直接以裁量幅度的中

间线为基础，从重处罚的皆在中间线以上量刑，从轻处罚的皆在中间线以下量刑，然后再根据各

类各种从重或从轻情节进行调整。〔４５〕

具体而言，我国香港特区采纳 “经验评估法”，未规定各类违法行为的罚款基础值，仅规定

了严重性较高和严重性较低情况的判断因素，个案中监管机构根据经验估量出具体罚款额度。德

国采用 “基准点法”，对每类违法行为根据严重性程度确定了若干罚款基础金额，根据个案情况

选定一个罚款基础金额，后续根据其他裁量情况进行调整。英国模式虽未根据涉案行为严重性程

度规定具体的基础罚款金额，而是主要根据违法行为主体相关业务收入的比例或获利金额倍数确

定罚款的基础金额，但也应归入 “基准点法”的范畴。总体而言，英国、德国和我国香港特区的

罚款指引在效果格化方面体现了不同的立法思路。英国和德国强调规则性，列出具体的步骤及各

步骤应考虑的因素，确定过程高度程式化，便于操作；而我国香港特区罚款指引以原则为导向，

未设定具体步骤，只列出考量因素，灵活性有余但可操作性不足。

（四）逸脱条款：保持灵活性的 “必要配置”

与缺乏行政裁量基准可能导致裁量权滥用或误用一样，过度僵化地适用裁量基准会导致个案

中过与罚的失衡，偏离设定行政裁量基准的 “初心”。而逸脱条款的设置给具体执法者留出必要

的灵活处理空间，使行政机构在执法时可以根据个案情况而超越裁量基准边界，选择不予适用或

者变更适用基准，在个案中更好地实践个案正义。〔４６〕逸脱条款并不是对罚款指引的根本背离，

而是在特定情形下实质正义对形式正义的纠偏，以更好地实现执法的目的，其本质上是对裁量基

·５９·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参见陈婴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设定的适当性———以近年浙江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为观察点》，载 《行政

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参见前引 〔２３〕，周佑勇文。

参见何秉松：《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６２－４６３页，转引自前引 〔４２〕，陈婴虹文。

参见李光灿、森汉宁、马克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４４页，转引自前引

〔４２〕，陈婴虹文。

参见周佑勇、钱卿：《裁量基准在中国的本土实践———浙江金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调查研究》，载 《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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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变通适用。

从境外证券市场罚款指引看，德国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明确设置了逸脱条款，规定 《ＢａＦｉｎ
罚款指南》只是为计算行政罚款提供了一般方法，但在个案特定情况下，不使用这一方法或这一

方法设定的基础金额有可能更具有正当性。〔４７〕英国 《ＦＣＡ罚款手册》虽未明确设置典型意义上

的逸脱条款，但其设置的基本罚款金额中有０％或０倍的档次，事实上可以将罚款金额确定为零，

发挥逸脱条款的作用。我国香港特区 《ＳＦＣ罚款指引》由于在效果格化方面采用经验评估方法，

并未针对各类违法行为设置明确的基础罚款金额，仅列明了确定罚款金额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不

会导致僵化，相应也就未设置逸脱条款。可见，罚款指引在效果格化方面越具体，其适用灵活性

就越低，出现个案失衡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应地，对逸脱条款的需求也越强烈。

四、新 《证券法》背景下我国证券市场行政罚款指引的构建

（一）制定罚款指引的必要性

自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成立以来，中国证监会一直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主体，对证券市场违法行

为履行处罚职责。在中国证监会近三十年的执法实践中，罚款一直是重要的执法手段。如前所

述，近年来，中国证监会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罚款力度，“天价罚单”不断涌现。资本市场在给

予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存在对罚款数额的疑虑。在新 《证券法》背景下，罚款幅度显著提高，监

管机构的裁量权显著加大，如何规范罚款裁量权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在我国证券执法

中，如何确定恰当的金额，使罚款既能对违法行为人起到足够的制裁效果又不致被滥用，既确保

罚款有效又保证罚款公平是一个重要课题。

在行政处罚实施方面，中国证监会于２００７年发布了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 （试

行）》《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 （试行）》，于２０１１年发布了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

定规则》等规则，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常见违法行为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实施规

则。上述规则规定了量罚的主客观考量因素及从轻或减轻、从重、不予处罚的情形，对包括罚款

在内的各类行政处罚措施的适用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罚款指引。〔４８〕对照实

践需求，前述规则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覆盖的违法行为类型有限，对于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

构违法等实践中突出的违法行为类型缺少规定；二是仅规定了各类从轻或从重情节，未规定不同

类型违法行为的具体罚款基准金额和调整程序，类似于香港特区证监会的罚款指引，缺少效果格

化，操作性不强。

基于上述情况，我国制定证券市场罚款指引的需求非常突出。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也多次

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制定违法行为处罚的量罚基准。〔４９〕实践中，中国证监会处罚委在总结实践经

·６９·

〔４７〕
〔４８〕

〔４９〕

参见前引 〔３２〕。

参见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 （试行）》第２４－２５条、《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 （试行）》第５２－５３条

及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则》第１１－１４、１９－２３条等。

参见 《证监会召开行政处罚工作座谈会》，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载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ｒｃ．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ｎｅｗｓｉｔｅ／ｚｊｈｘｗｆｂ／

ｘｗｄｄ／２０１９０５／ｔ２０１９０５３１＿３５６５９７．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４日；《阎庆民调研指导行政处罚工作：下一步要在八个方

面重点发力》，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２日，载ｈｔｔｐ：／／ｇｕｂａ．ｅａｓｔ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ｎｅｗｓ，ｚｓｓｈ０００００１，７６８２７５８７９．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６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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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针对某些证券违法行为的量罚尺度的考量、从轻处罚的标准等，〔５０〕为

罚款指引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二）罚款指引合理性的技术保障

体例与内容是罚款指引的形式与实质、血肉与灵魂，良好的罚款指引不但应在体例上得当，

还应在内容上合理。在适用范围方面，全面涵盖各类违规行为的指引更具有指引意义，德国

《Ｂａｆｉｎ罚款指南》仅覆盖有限的行为类型，我国香港特区 《ＳＦＣ罚款指引》仅覆盖持牌或注册主

体，两者都无法充分回应实践需求。在立法体例上，我国既可以就证券行政罚款发布专门的指引

文件，也可以发布适用于包括罚款在内所有类型处罚措施的综合性行政处罚指引。

在内容方面，制定罚款指引的核心要义是科学合理地进行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在情节细化

方面，应以 “相关考虑”〔５１〕和 “不相关考虑”〔５２〕理论为指引，一方面尽可能将所有应考虑的

情节纳入其中，另一方面排除不相关情节的干扰。在考虑具体情节时，应立足于证券市场违法行

为的特点，兼顾主客观方面的情节，将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都纳入其中，并尽量使用可量化的语

言以增强情节的明确性。在适用顺序方面：法定情节必须适用，且应优先于酌定情节适用；酌定

情节应在法定情节之后适用，且执法人员在适用酌定情节时应保有自由空间。效果格化是裁量基

准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效果格化的裁量基准甚至不能称为完整的裁量基准。在新 《证券法》背

景下，借鉴德国的做法采用 “基准点法”更能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实践的需要。原因在于，新 《证

券法》第１３章对各类违法行为的罚款，无论是适用百分比或倍数的计算方法，还是采用固定数

值区间的模式，所规定的罚款数额普遍较大、幅度普遍较宽。以新 《证券法》第１８１条对欺诈发

行的规制为例，其中涉及的罚款幅度包括 “２００万元以上２０００万元以下”“所募资金金额１０％以

上１倍以下”及 “１００万以上１０００万元以下”。〔５３〕如果仅采用 “中间线法”，无法细分出更多的

效果格次，裁量空间仍然显著偏大；而采用 “基准点法”则可以设置更多的效果格次，对应更多

档次的罚款基准金额，能更有效地规范罚款权的行使。

（三）重视逸脱条款的设置与运用

在我国证券市场罚款指引构建中，还应重视逸脱条款的设置与运用，在保障裁量基准合理

性、可操作性的同时，兼顾裁量权行使的灵活性。实践中应以适用裁量基准为原则，以适用逸脱

条款为例外。〔５４〕逸脱条款的适用以情势必要为前提，必要性的判断可以以 “如严格适用罚款指

引将导致严重不良后果，造成国家、社会公众利益的重大损失或与社会公众感情产生重大背离”

为标准。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适用逸脱条款时只能 “向下逸脱”，而不能 “向上逸脱”，即逸脱

条款的设置应按照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方向设计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５５〕笔者亦赞同

这一观点。

·７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参见前引 〔１９〕，张红书，第１５５页。

关于 “相关考虑”理论，参见张淑芳：《行政行为中相关考虑的价值及基本范畴》，载 《政法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关于 “不相关考虑”理论，参见关保英：《行政行为中的不相关考虑》，载 《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新 《证券法》第１８１条规定：“发行人在其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尚未发行证

券的，处以二百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参见郑琦：《行政裁量基准适用技术的规范研究———以方林富炒货店 “最”字广告用语行政上处罚案为例》，载 《政
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参见熊樟林：《论裁量基准中的逸脱条款》，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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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逸脱条款的 “非常态”属性，执法机构在适用逸脱条款时应更加审慎，确保其不被滥

用。具体而言，逸脱条款的适用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正当程序原则，即在逸脱条款的适用中

遵守程序方面的限制，如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制度，召开专家咨询会。第二，说理公开

原则，即在适用逸脱条款的个案中，加强说理及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５６〕第三，加强行政

案件指导制度的运用，行政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典型个案对行政裁量权的行使起到指引作用，能够

为 “行政执法人员逸脱裁量基准提供制度保证”〔５７〕，从而提高逸脱条款适用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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